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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融合过程中，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对话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旨在探讨这两大价值体系在道德建设上的呼应关系，探究两

者在促进道德发展和文化传承方面存在的 共鸣、特色和矛盾。研究发现 ：《太上感应篇》中的道德哲学，

凭借封建帝王的支持、儒家学者的注解以及海外学者的翻译，得到了广泛的信仰和传播；其中各种道德戒

律，夯实了社会稳定存在的基础，切实地呈现出整合行为模式、团结社会全体的价值和功能，将宗教理

想和世俗社会融洽地连结了起来；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核心理念和目标上相互呼应，虽然二者在组

织框架和实施策略上各具特色，但相别相维，相互促进，展现出中华民族道德哲学从古到今的传承、扬

弃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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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道教的《太上感应篇》以其深邃的道德哲学和实践智慧而著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诸多方面

不谋而合，展现出跨越时代的共鸣。两者在道德哲学上的呼应，有助于促进道德价值的传承和实践，进

而形成更加和谐的社会道德环境。本研究拟以《太上感应篇》为抓手， 探究二者在促进道德发展和文化

传承方面存在的共鸣、特色和矛盾，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 ：（1）《太上感应篇》中的道德哲学从诞生到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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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传播的过程中，其核心思想是如何被理解和接受的？（2）从现代视角来看，《太上感应篇》中的道德

哲学在人与自然、社会的互动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3）《太上感应篇》中的道德哲学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内容、形式和实施策略上存在哪些异同和联系？

《太上感应篇》中道德哲学的发展与传播历程

《太上感应篇》是道教中成书最早、篇幅极短的劝善书，其影响力与《道德经》相比毫不逊色。它的

核心思想是“劝善成仙”，因推崇在世俗生活中行善去恶而被誉为“善书之首”[1]。

《太上感应篇》的诞生 

关于该书的作者、成书时间等问题，学界历来众说纷纭。《道藏提要》指出：“《太上感应篇》文本盖

造于北宋末年。作者不详 [2]。”《中华道教大辞典》亦载 ：“《太上感应篇》撰人不详。约出于北宋末南宋

初 [3]。”现代学者卿希泰教授与李刚教授则主张，《太上感应篇》是由北宋初期的某位道士，汲取《抱朴

子》中引用的众多道经精华编纂而成，后由李昌龄为之注解。随后，经众人不断整理与补充，内容逐渐

丰富，最终形成了三十卷的规模，并在南宋理宗时期正式出版发行 [4]。也有以朱越利先生为代表的一干学

者，根据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 年），太一宫道士胡莹微所上《进太上感应篇表》的记载，认为该书成

于靖国元年（1101）至政和七年（1117），作者不详 [5]。此外，《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认为《太上感应篇》

大约撰写于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 年），与《万寿道藏》的编纂时间相吻合 [6]。据后来的学者进一

步考据，《太上感应篇》成于政和六年（1116）十月至政和八年（1118）十月之间，文本的编纂者应是收

集、整理 《万寿道藏》的道士或官员，该书以《赤松子中诫经》、《抱朴子内篇》等魏晋道书为底本，沿用

了宋徽宗注释《老子西升经》的语句，引用了《上清金匮玉镜修真指玄妙经》的相关文段，摘录了《太

上金柜玉镜延生洞玄烛幽忏》的部分内容 [7]。至此，这部充满了神秘感的道教劝善书的成书脉络更加清

晰了。

《太上感应篇》的认同

历史上，宋代以后的儒生大多视道家、道教之说为异端，如北宋时期的二程对道家和道教的观点就

持有批评态度。二程是北宋儒家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观点基本代表甚至左右着大多数儒生对道教

经书的态度。由于儒家提倡的“敬鬼神而远之”的理念与《太上感应篇》中的“鬼神”之说存在冲突，

当时社会主流的儒家学者常常对这部道家经书弃之不顾。

蜀地学者李昌龄被认为是首位为《太上感应篇》撰写注解的人 [7]，因其注解的全面性和可靠性得到了

宋理宗的老师郑清之的推介，也正是由于其宣扬天人感应与劝善惩恶的思想，获得了时处“龙潜”之境

的宋理宗的认可、重视以及继任大统之后的大力推广。到了南宋时期，大儒真德秀甚至明确指出，《太上

感应篇》中所阐述的“感应”理念，实际上是儒家思想中自古以来便有的教义，他说 ：“世谓感应之云，

独出于老、佛氏，非也。《书》有作善降祥之训，《易》有积善余庆之言，大抵皆此理也”[2]。可见，当时

士人阶层对待《太上感应篇》的态度有所转圜。

及至清顺治帝也认识到该书有觉世牖民的功效，大力支持该书的刊印、注解、翻译和推广，由此促

使了该书在包括儒生在内的更广阔的社会群体中的流布和儒道思想的汇通，例如，清代学者刘沅、惠栋、

俞樾等都留有对《太上感应篇》的注本。在他们之中，惠栋特别提出，《太上感应篇》是“君子修身立命

之学”“汉世道戒之书”，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儒家思想 [8]，他说 ：“尚德者用兹无悔，乃君子之光 （《易》）。

背义者以此思忧（《礼》），实小人之福（《易》）。”强调崇尚道德的人以《太上感应篇》为基准，可以远

离小人，保持君子之行。它的另一位注释者陈奂子将《太上感应篇》看作引导人们行善积德，避恶远祸

的一部警世之书，对该书的社会价值予以高度肯定 [9]。在这些当世大儒的引导下，儒门学士纷纷化身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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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太上感应篇》的主力军，呼吁世人切勿因其道家身份而错失其中蕴含的宝贵教诲。正如黄正元所言 ：

“经文虽出《道藏》所言，皆格致诚正之功，齐治均平之理，并无鼎炉修炼之习，与四书六经相为表里。

人能全而体之，则可希圣希天；得其余绪，亦可谨身寡过，观者慎勿视为道书而忽之也 [10]。”

可见，这部道教经文在士人阶层的影响力已是不容忽视，尤其在满族统治下的清朝，士人对于这部

经书的认同也侧面反映出少数民族和汉文化、道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的深度融合。

《太上感应篇》的衍生物

历代学者常常用笺注、引经和征事三种方法对《太上感应篇》进行注解。笺注指的是注者对《太上

感应篇》中语句的个人理解和阐释；引经则是指注者引用古代的经典文献来对照或阐释《太上感应篇》的

文句，这些经典通常涵盖儒、释、道三教。例如，在宋代李昌龄的注本中，引用的多是佛教和道教的经

典；而到了清初，学者如许缵在注解《太上感应篇》时，更多地引用了儒家的经典 [11]。惠栋注本又称《太

上感应篇引经笺注》，则广泛引用经史子集的思想内容注解《太上感应篇》的语句，尤以汉代经学为主
[8] ；征事是指注者通过收集和引用各种劝善惩恶的实例来证实《太上感应篇》中语句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此外，一些注本还采用了绘图的方式来辅助说明，使得不识字或阅读有困难的人群，如老人、儿童和妇

女，也能理解《太上感应篇》的教义。例如，许缵曾的《太上感应篇图说》、华氏的《太上感应篇图证》、

黄正元的《太上宝筏图说》等，都是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以图像辅助文字，增强了教化的效果 [11]。

《太上感应篇》各版本与注本绵远流传，不仅在华夏大地本土开花结果，还流传至日本、朝鲜、东

南亚及欧美诸国。1835 年，《太上感应篇》首次被译者斯坦尼斯拉斯·儒莲 (Stanislas Julien，1797-1873) 

完整地翻译成法文，这部约 560 页的译本包含了注释、评论以及灵验故事，成为后来众多文字译本和摘

编版的重要参考。到了 1906 年，美国出版了由译者铃木大拙（1870-1966）和保罗·卡鲁斯博士（Dr. 

Paul Carus，1852-1919）合作完成的英译本。德国著名学者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

1965）对《太上感应篇》中的伦理道德思想展开了深刻的分析，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展现了“令人

惊讶的内在性”和“真正纯粹的人性”[12]。

《太上感应篇》在古今的评判褒贬不一，秉持无神论观点的学者认为这部道教典籍虚妄欺人，如章太

炎（1869-1936）、鲁迅（1881-1936）、矛盾（1896-1981）、李鸿渊 [13] 等。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外学者也

确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即在中国古代，它在宣扬传统道德和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太上感应篇》中道德哲学的现代诠释

《太上感应篇》的核心概念是“感应”，认为人的行为能够影响自然和宇宙的力量，从而影响个人的

命运，因此通篇关注的是人的思想、行为与发展，并通过若干道德戒律，阐述了个人行为与自然宇宙之

间的相互感应关系。

个人行为与超自然力量的联系

在《太上感应篇》的描述中，负责监察人的行为的是天地之间的神明，他们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可

以根据人的善恶行为来决定其命运。“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又有三台北斗

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

月晦之日，灶神亦然。”在道教的世界观里，神明众多，且各司其职，而他们权职的实施始终针对着凡人

的行为，一旦发现其道德失范，则“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后

果甚至会波及家人，令人心生畏惧和顾忌。“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凶人语恶、视恶、

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正因为个人不当行为甚至一丝不良的念头都会导致神明严惩，人

们在行动前就不得不考虑可能带来的影响，从而自我限制不当行为。这就造就了个人严守道德规范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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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原因。

另一方面，在道教信仰中，同样认为众多神祇和仙人可以根据信徒的善行赐福。“所谓善人，人皆

敬之，天道佑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道教信徒往往追求超脱世俗的纷扰，通过修炼达到精神

上的自由和解脱，甚至期待“长生不老”“得道成仙”。因为《太上感应篇》中说“欲求天仙者，当立

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道教信徒坚信，这是他们通往至高境界过程中最便捷的修持方

法。“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

福。”正因该书强调，即便只是一念良善，也能获得神明庇佑，广积福泽，这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是很容

易达成的，于是就促成了个人追求崇高的道德修养的积极原因。

在《太上感应篇》中，神明就是善恶的裁夺者。神明的在场确保了这个世界的神圣性与超越性，而

人自身的为善或作恶又是神明裁决的事实依据 [14]。在“赐福”和“惩恶”双重因素的刺激下，人们自觉

限制不规范的行为，主动追求道德高尚的生活方式。不论在主观还是客观上，都有助于建立一个和谐的

社会生活环境。

个人行为与自然秩序的联系

道教所追求的理想自然秩序，涵盖了自然循环过程中个人与社会所有现象的和谐，以及两者之间潜

在的基本一致性 [15]。《太上感应篇》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自我修炼和道德实践，与自然秩序保持

一致，从而达到身心的平衡和健康，以及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善行如“昆虫草木，犹不可伤。”能够促进

个体与自然秩序的和谐 ；而恶行如“填穴覆巢，伤胎破卵”，则违背自然规律。值得关注的是，“无故剪

裁，非礼烹宰。”“无故杀龟打蛇”“散弃五谷”等恶行被呼吁禁止，也蕴含了人与自然互动时一种更加温

和和负责任的生态伦理观，即合理利用资源，为子孙后代保留充足的生态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空间，凸显

出深刻的生态智慧。这种自我修炼和道德实践的核心要求在于“慈心于物”，意味着对所有事物，包括

人、动物和自然界的其他部分，都持有一种慈爱和尊重的态度，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现出对所有生命的

爱和关怀。不同于儒家倡导的人与人之间的仁慈，道教把这种慈扩大到物之上，强调物具有与人的平等

性，这也为珍惜自然资源的理念奠定了基础。

在尊重自然秩序的前提下，道教也注重探索和利用自然规律开展发明创造。这种利用和探索应当顺

应自然，遵循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并依据客观条件采取恰当的行动。历史上，道教在化学、冶

金学、医药学等领域有着显著的贡献，如东晋时期的葛洪、南朝时期的陶弘景都是促进道教改革发展的

重要人物，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进步的代言人。《太上感应篇》将“壅塞方术”视为恶行，展现了

对于道术修习和实践的鼓励态度，这里的“方术”从狭义上说包含修炼、养生、占卜、符咒等多种道术，

从广义上来说，则涉及到各种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科学技术。

虽然道教的道术经常被不法之徒披着宗教的外衣利用，以此诈骗钱财、甚至危及生命，但是依然要

承认，它宣讲的教义中，遵守自然秩序与追求科学真理不相冲突。这种积极探求和尊重的态度，为宗教

与科学的兼容性提供了启示。

个人行为与社会秩序的联系

《太上感应篇》反映的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它将“义”“理”作为判断善恶的

标准，为个体明确了与理想的社会秩序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和预期。

1、经济秩序：诚信为本

《太上感应篇》在思想上倡导恪守信用规范的经济伦理精神，力图维护经济活动中信用的权威性，但

是文本中直接宣说的信用典范却寥寥无几，仅见“不履邪径，不欺暗室”这种用否定性形式表达的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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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此外却详细地列举了一系列扰乱社会正常经济秩序的行动，如“短尺狭度，轻秤小升 ；以伪杂真，

采取奸利”“好侵好夺 ；掳掠致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在该书诞生的北宋时期，社会经济秩序急

需整顿的处境，再附以因果报应之说，有助于抑制商人以不法手段牟取暴利。而随着《太上感应篇》各

个注本在明清时代的盛行，以大商人阮弼为代表的相当多的商人深受这部劝善书的影响，在经济活动中

自觉恪守诚信原则，表现出重诺守义的商业伦理精神 [16]，可见其基本理念已深入社会和人心。

2、政治秩序：忠君为上

“忠孝友悌”是《太上感应篇》要求的个人行为标准，其中忠君思想居于首位，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

的政治伦理的核心要求。“尽忠事君”具有普适性的臣民政治伦理规范，对于世俗社会而言，这是极权体

制伦理纲常的必然要求 ；而对于道教理想世界而言，则是实现飞升成仙的捷径。《太上感应篇》以简短的

条目形式列举了臣民背叛以“忠君”为核心的政治伦理的一系列行为，如“暗侮君亲”“男不忠良”“谄

上希旨”“欺罔其上”“弃顺效逆”“违逆上命”等等，并论及臣民恪守与背离政治伦理的不同结果 ：积善

成仙或积恶致祸，其中的恫吓意图不言而喻，反映出道教对王权至上的政治意识的认可和对君尊臣卑的

政治等级秩序的维护 [17]。而作为忠君思想的逻辑延续，臣僚的公恕之道、为政之要和民生之思也都被详

加规范，诸多恶行如“赏及非义，刑及无辜。”“轻蔑天民，扰乱国政。”“凌孤逼寡，弃法受赂。”等等被

一一点明，为政治伦理的维护和政治秩序的稳固划下了红线。

3、伦理秩序：修心养性

儒家思想中的“父子、夫妻、兄弟、长幼、友朋”的伦理原则是主流价值规范 [18]。《太上感应篇》秉

持儒、释、道三教精神， 对儒家的伦理原则进行了更加细致地刻画和补充，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道

德规范，维护伦理秩序。正面教导如：“矜孤恤寡，敬老怀幼”，反面案例如“慢其先生”“谤诸同学”等

等，都是对儒家“五伦”原则的延展。但是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世目的不同，道

教追求的是修心养性，以达到精神上的清净和宁静。因此，《太上感应篇》格外强调个人心理的修养，倡

导对他人的慈悲心态，如“悯人之凶，乐人之善 ...... 受辱不怨，受宠若惊 ......”督促人们遏制各种私心恶

念，如“见他荣贵，愿他流贬 ...... 干求不遂，便生咒恨。”等等。可见，道教对于社会伦理秩序的调节不

仅着眼于人们的行动，更注重心性的锤炼。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中的各种道德戒律，夯实了社会稳定存在的基础。时至今日，即便是无神

论者也不能否认，宗教道德规范和社会公德规范是相通的 [15]，而这部道教典籍切实地呈现出整合行为模

式、团结社会全体的价值和功能，将宗教理想和世俗社会融洽地连结了起来。

《太上感应篇》中的道德哲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呼应关系

《太上感应篇》蕴含的道德哲学与现代社会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精神追求与价值导向上展

现出深刻的内在联系。

核心理念和主要目标的呼应

《太上感应篇》虽然是道教典籍，却蕴含了丰富的道德哲学思想，在历史上被用作社会教化的工具，

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培养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促进社会的团结与和谐。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指导方针 [19]，用以引导公民的思想和行为，促进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二者在促进个人道德发展以及社会和谐发展的目

标上协同一致，展现出道教的宗教功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面。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太上感应篇》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与当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

目标相一致；它倡导的伦理秩序，如诚实守信、仁爱宽容、忠君爱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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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爱国、敬业相呼应；它持有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爱物寡欲和贵生戒杀的自然观与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建设的理念相契合；它追求的理想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公正、

法治相匹配。二者在文化传承方面的内在联系不容忽视，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价值理念

的和谐共鸣，并跨越了文化和时代的界限，源源不断地对人群产生影响。

组织框架的特色碰撞

《太上感应篇》可以说是一部伦理性文献 [10]。由于植根于道教文化，其组织框架深受道教教义的影响，

所以以序言开篇，明确阐述善恶报应的宇宙原则，即“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为后续内容奠定基调。随

后，文本通过列举具体的善行和恶行，构建了一套详尽的道德行为准则，不仅涵盖了个人品德的修养，

也包括了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此外，文本还特别强调了天人感应的观念，通过描述神明监察人的行为

并给予相应的福报或惩罚，来强化道德规范的神圣性和不可违背性。结尾部分，以一种深刻的道德训诫

作为总结，“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

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勉而行之？”强调了善恶报应的不可避免性和宇宙秩序的公正性。它的文本

组织讲究起承转合，首尾呼应，语言平实质朴，多使用排比句式和对偶句式来增强语言的韵律美和节奏

感，整体来看饱含宗教意味和中国古典文学特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打造

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反映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追求。其中，“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强调国家整体的繁荣、政治制度的民主性、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国家内外的和谐 ；“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倡导社会成员之间的自由权利、平等机会、公平正义和法治精神；“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鼓励公民具有爱国情怀、敬业精神、诚实守信和友好待人的品质。从宏观的国家目标到微观的个

人行为，形成了一个全面的价值观体系，体现了不同层面的价值要求，为公民行为和社会治理提供了规

范和标准。它的文本组织逐级递进，语言简洁高效，展现出清晰的逻辑感和层次感，显示了鲜明的当代

语言特色。

二者在组织框架上的设计相互补充弥合，共同构成了一个既尊重传统又面向未来的价值体系，充分

体现了传统思维和时代特色的碰撞，展现了道德理念的传承与创新。

实施策略的矛盾与调和

在传统社会中，道德的维系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众信教的热忱 [21]。宗教能够满足人对神圣执

法者和神圣的价值尺度的精神需要 [15]。《太上感应篇》具有一定的宗教权威性，它就是利用人们对神灵庇

佑的信仰和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激励他们遵循善行。而随着理性分析思维的崛起和社会的发展，传统

道德的内涵在不断地演化，道德不能像过去那样完全寄托在公众信教的热忱上。要净化道德，就要净化

社会 ；要重建道德，就要重建社会 [2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唤醒了公民的主体性和命运主人感的自我意识，

将人们的精神从对神灵依赖的宗教意识中解放出来，表现出更多的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从对神的信仰到对自我的意识、从具体的行动到抽象的理念、从正反论证到积极强化，二者并非是

简单的矛盾与冲突，而是相别相维，相互促进的。通过对话和融合，两者可以共同为构建和谐社会和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出贡献。

结语

《太上感应篇》作为道教经典，其深刻的道德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得益彰，在促进社会稳

定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建设作用。二者在道德建设上跨越时空的呼应关系，展现出中华民族道德哲学

从古到今的传承、扬弃与创新。随着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社会要求的道德规范也有所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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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扬和巩固新时代的道德信条，就必须找到符合时代和社会要求的新的道德标准、新的审判支点和新

的行动指南，进而在教育引导、法治建设、组织领导和基层落实等方面加强合作，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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